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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目录学七十年：发展回溯与评析

柯　 平　 刘旭青

摘　 要　 本文将中国目录学发展的历时性描述与共时性评析相结合，从外引与内生、分离与衔接、机遇与挑战、单

一与多元、独立与依附、重建与迷失、传统与现代七个方面对新中国成立七十年以来目录学的发展进行回溯和评

析，勾勒出七十年间中国目录学发展的路径及框架。 新的时代背景下，需要认真反思，重构中国目录学理论和体

系。 参考文献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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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４９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目录学创造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环境，开启了目录学发展的

新篇章。 相对于中国传统目录学的漫长发展岁

月，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七十年只是一个短暂的

历史时期；而相对于古典目录学相对稳定的发

展状态而言，现代目录学在此段时期则经历了

曲折与磨难、高潮与低落。 这其中伴随着社会

结构的动荡与变革、现代科技的助推与冲击，它
既受到国际化的深刻影响，又具有鲜明的中国

化特色。 如今，目录学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仍然

处于转型之中。 文章回顾和总结了中国目录学

七十年发展的特点和规律，以期为目录学的未

来提供方向性的指引。

１　 外引与内生：目录学理论现代化

新中国目录学面临的首要问题是新环境下

目录学理论如何现代化。 ２０ 世纪初西方现代分

类法与图书馆目录的传入使中国目录学告别了

古典时代，伴随着中西文化的冲突、旧学与新知

的交融，中国目录学开始走向现代化的征程。
在此期间，尽管探索了一些现代新方法，但遗憾

的是，现代目录学理论并未建立起来。
外引为目录学理论现代化提供了捷径。 新

中国成立之初，目录学研究视野转向苏联。 处

于百废待兴的社会主义建设初期，苏联先进的

书目工作经验对中国书目事业兴起起到了一定

的指导和示范作用。 书目实践水平的提升必然

要求现代化的理论作指导，而中国目录学界尚

有一批基本理论问题亟待解决。 苏联向来有重

视理论问题探讨的优良传统，二战结束后即出

现目录学基础理论的大讨论，这场理论热潮也

迅速蔓延到中国，并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末到 ６０
年代初形成了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首次高潮，
遗憾的是这一高潮很快就被“文革”所终止。 改

革开放后，目录学界将重点转向学习国外发达

国家，一方面，“苏联热”的余温继续向目录学界

渗透，苏联“书目情报”概念引进就是一例；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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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思想的解放和新技术革命的到来使研究

者不再局限于苏联目录学的束缚，英美等发达

国家目录学成为学习借鉴的主对象。
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外因与内因的基

本认识，目录学理论现代化的完成根本在于内

生。 中国目录学界首先确定了以马列主义为指

导思想的目录学基本原则。 改革开放之后，目
录学界继续开展基础理论的大讨论，并形成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到 ８０ 年代的第二次理论研究高

潮［１］ 。 在这次高潮中，理论界展开了分化与综

合的多重探讨，在研究对象的认识、方法论的革

新、学科体系的构建以及学术史的梳理等方面

都有了明显的突破［２］ ，开启了中国目录学理论

现代化的新篇章。 一是以彭斐章、谢灼华等为

代表的目录学家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哲学指

导思想中探寻学科的理论基础，提出目录学研

究对象的“矛盾说”，将目录学理论研究引向学

科本质和更深的规律层面，并迅速得到学界的

普遍认可［３］ 。 二是书目与情报相结合，适应了

目录学社会化的价值取向，“书目情报”也担当

起目录学矛盾双方的理论桥梁。 此后，基于中

国书目实践发展的特殊需求，以书目情报为基

点的现代目录学继续向前推进，书目情报需求

与服务、组织与管理等体系逐步完善，以书目情

报运动规律为基础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逐步

形成［４］ ，这无疑是中国目录学理论研究七十年

中取得的最突出的成绩。 三是书目控制理论、
文献计量学、比较目录学等新的分支学科、理论

与方法于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迅速兴起，进一步充实

和完善了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
在学术转型的变局下，包括目录学在内的

众多学科都经过了由学习苏联、学习西方到发

现与认知自我的历程。 外引与内生式的融合发

展是贯穿与统领中国目录学七十年理论研究，
乃至整个目录学现代化的主线。 此进程中，西
方现代、中国传统与当下三重因素融为一炉，几
代学人对不同因素的多重关照交替显隐，无论

是对哪一维度的拉近与推远，都呈现出目录学

理论研究鲜明的时代特征。 站在新的时代背景

下反观目录学的现代化历程，中国现代目录学

的发展受到了国外新思想很大的影响，反观其

对世界目录学的贡献，除去古典学术在东亚文

化圈早已成型的历史影响，中国目录学的创造

性输出乏善可陈［５］ ，这是十分值得注意的问题。

２　 分离与衔接：学术研究指导书目实践

新中国成立后，目录学发展在理论现代化

的同时，走了一条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逐步分

离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初期相当长一段时间，
受苏联目录学的影响，中国目录学学术研究曾

一度超前于书目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

挥了很好的指导作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国家书

目工作体系建立，在相应的书目方法论指导下，
全国、地区性联合目录的编制取得了可喜的成

绩。 至 ６０ 年代汉字检字法方案就有四、五十种

之多［６］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为适应索引、书评、文
摘等工具性二次文献编纂的需要，目录学分化

产生了相应的分支学科，书目实践与理论研究

形成相生相成、耦合互动的良好态势［７］ 。 从

１９４９ 至 １９９２ 年编辑的书目索引共 ７ ６８２ 种［８］ 。
９０ 年代，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建立，最终实现了

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在科学层面上的分离，以
科学发展的视角来指导书目实践［９］ 。

究其原因，这种实践与研究的分离是 ２０ 世

纪上半叶目录学的沿续，在“西学东渐”的学术

浪潮下，一批新、旧目录学人猛然意识到中国书

目实践的保守与学术研究的落后，尝试改变中

国目录学学术研究附庸于书目实践与社会需求

的现状。 从思想根源上看，与现代西方学术推

崇研究主体和客体二分思维真理观，主张构建

起分别探讨客观实在与主观认识的科学理论，
进而实现学术研究从书目工作实践中的有效分

离［１０］ 不无联系。 然而，当实践界沉浸于书目编

纂成果远超古人、学术界欢庆理论研究一片繁

荣的时刻，超出目录学预想的新环境已悄然来

临。 １９７８ 年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兴起，伴随而来的还有第三次科技革命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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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于纯学术研究的目录学在以效益为中心的

市场经济价值体系下变得不合时宜，建立不久

的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在新的信息革命冲击下

也不得不做出调整。 这种形势之下，原始资料

获取的便利引发了人们对书目编纂必要性的质

疑，随着计算机检索技术和搜索引擎等工具的

突飞猛进，人们又开始质疑书目方法的科学性。
尤其是进入 ２１ 世纪，目录学界一时忙于应付数

字、网络新环境，难免表现出饥不择食，学术范

畴和核心概念脱离了对书目工作经验的总结，
转而研究信息、知识这些新的时代概念，一味以

理想化的体例建构着理想化的理论框架。
中国目录学在七十年间经历了从古典目录

学向现代目录学的真正转型，书目实践与学术

研究也从传统聚合状态走向科学化的分离。 然

而，在新的环境下目录学却出现二者分离后无

法衔接的问题，书目实践未能呼吁出切合实际

的理论，已有理论因脱离实践的支持而流于空

谈，两者分别在两条平行的轨道上独立运行。
如今，目录学知识仍然广泛应用于书目工作实

践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现实中理论与实

践关照的失衡与脱节，不是实践落后于理论，而
是理论远远落后于数字、网络新环境下的书目

实践，时代强烈呼吁契合实践甚至高于实践的

成熟的理论指导。 为解决这一问题，不能不重

新审视中国古代学术本体论的主、客一致性，而
处于经验总结时期的中国古典目录学从未觉察

到将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分离的必要性。 因

此，现代目录学必须坚持学术研究指导书目实

践，有必要回归书目实践与学术研究相统一的

古典目录学优良传统。

３　 机遇与挑战：目录学主动应用信息科
学技术

科技向来是一把双刃剑。 中国目录学在七

十年书目实践和学术研究所处的环境中，变化

最明显的要素是信息科学技术。 开始于 ２０ 世纪

下半叶的信息技术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

书目信息领域的作业和交流方式，对目录学发

展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信息科学技术催生目录学知识结构的更

新，开辟了新的学科增长点。 首先，在技术应用

层面，计算机技术使图书馆采、分、编、流走向自

动化，卡片目录和目录柜被馆藏数据库和 ＯＰＡＣ
所取代，ＭＡＲＣ、网络通信技术让书目资源共建

共享、图书馆联合编目成为可能。 其次，在研究

内容层面，技术环境的变化直接带来网络信息

资源的类型增加，迫切需要对网络书目文献资

源展开有效的揭示与报道，由此产生了网络资

源导读、网络环境下的书目控制与网络书目情

报服务等相关研究。 再次，在理论体系层面，信
息技术理论与目录学理论的结合，产生了一批

新的分支学科，例如网络目录学、数字目录学

等［１１］ ，促进了目录学理论的创新和发展。 处在

数字、网络时代的大背景下，信息科学技术为目

录学提供了更加广阔的拓展空间，一批研究者

纷纷认为目录学在信息时代大有可为，以在社

会生活的各领域充分发挥其“致用”传统。
与此同时，信息科学技术对目录学学科定

位提出挑战，目录学更新与脱节的矛盾凸显。
一方面，目录学在书目实践中的地位下降。 早

在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以《中国图书馆分类法》为

代表的分类法的确定和统一，让目录学的类例

方法直接失去了研究和应用的契机；计算机联

合编目的实现，让目录学失去了图书馆编目这

个天然的生存阵地，也就失去了在图书馆业务

工作中的核心地位［１２］ ；而网络搜索引擎的出现

及快速发展，迅速取代了书目的检索功能。 另

一方面，在主动适应与被动迎合之间，目录学的

发展空间被挤压。 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开始，目录

学领域的编目方法被信息组织所取代，书目检

索法代之以情报检索语言，新兴的书目计量学

与书目控制论也被情报学中的文献计量学和情

报控制论抢先［１３］ 。 这时，学界和实践界开始感

到忧虑，出现了唱衰目录学的论调。
目录学界对信息科学技术的响应并没有做

到及时和精准。 在计算机编目最初兴起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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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文革”的政治风波已让目录学界索莫乏

气。 之后，改革开放与互联网技术几乎同时到

来，慨叹终于跟上最新科技潮流的一代目录学

人把信息科学技术看作目录学发展的新机遇，
适时提出了网络目录、数字目录等新概念，但从

现实发展来看，尚缺乏深入扎实的后续系统研

究，网络、数字目录学尚未真正建立起来。 正当

目录学急于寻找新的时代定位与存在感的同

时，２１ 世纪兴起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

技术更是让目录学界猝不及防，全无招架之

势［１４］ 。 书目信息内容和交流中出现的任何新常

态、新业态和新服务都是之前目录学所没能遇

到或预测到的新挑战。 此时，却极少有人关注

目录学与最新信息科技的关联，探寻目录学理

论新的突破口。 一些目录学人表现出的与其说

是冷漠，更多的是逃避。 然而，不断涌现的新挑

战不会因为逃避而减少，若一些变革注定要发

生，最理性的态度就是直面危机，即站在这场颠

覆性变革的最中心，对学科的最新发展与走向

展开创新性思考和严谨的科学论证，前置应对

措施和转型机制，主动应用信息科技以取得目

录学发展新的突破。

４　 单一与多元：目录学研究范式和方法
转型

七十年来中国目录学发展所经历的理论现

代化、书目实践要求学术研究指导以及目录学

面临信息科技的机遇与挑战，都是目录学发展

的显在和必然，而进一步深入透视可发现，目录

学研究范式和方法都已悄然发生了转型。
中国目录学研究范式的转型是一条从单一

到整合的折中路线。 新中国成立七十年来，中
国目录学主流范式经历了两次嬗变。 一次是传

统目录学单一的史学范式转为现代目录学的学

理性范式，此次转变开始于 ２０ 世纪初，新中国成

立之后依旧延续，直到 ２０ 世纪 ８０、９０ 年代现代

目录学理论体系建立才算正式完成。 另一次是

在 ２０ 世纪末信息技术革命的浪潮之下，由学理

性范式转向技术范式。 因中国目录学学理构建

几乎横跨整个 ２０ 世纪，两大范式的形成期和转

型期有很大的交集［１５］ 。 作为现代目录学前科学

的古典目录学，既是新范式构建的一种羁绊，也
是一笔财富。 一方面，现代目录学试图挣脱传

统史学范式的束缚，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合理吸

纳此范式下所构建的目录学史实［１６］ 。 最终，古
典目录学的史学范式只是作为核心模块之一

融入了现代目录学的学理性范式体系之中，并
持续发挥作用［１７］ 。 技术范式的出现迎合了书

目实践的需要，但面临难以融合古典目录学人

文属性的困惑。 可喜的是，进入 ２１ 世纪后数字

人文研究新范式的兴起为二者的融合带来一

股清新之风。 可见，范式的革新并不是旧有范

式被完全颠覆和取代，也不是试图构建无所不

包的统一范式，而是在充分认识各种范式的适

用性与局限性的前提下，以更广阔的视野在范

式之间合理对话和取舍。 审视当今目录学研

究，一元论的线性思维早已被打破，多重研究

范式以共时性的方式在现代目录学中同时

凸显。
中国目录学在研究方法上经历了由单一走

向多元的多重转型。 传统目录学向来强调致用

性，过于浓厚的经验描述色彩遮掩了自身理论

和方法论体系的创设，曾长期停留在类例、小

序、解题、别裁、互著等实践层面的编纂方法［１８］ 。
新中国成立后，目录学的科学化重点体现在研

究方法的科学化。 首先，哲学领域方法论的革

命。 新中国成立之初就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唯物

辩证法的指导，曾一度成为指导新中国目录学

研究的唯一哲学方法。 其次，一般方法层面的

转型。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学界开始对其进行全面

的探讨，到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出现了较为系统地阐

释研究方法的论著，研究者跳出他们固有的知

识体系，广泛借鉴自然、社会和人文等其他科学

领域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将先进的方法和范

式引入目录学领域，如系统论方法、信息论方

法、控制论方法、数学方法、统计方法、比较方法

等。 方法的渗透和移植带来了学科新的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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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文献计量法、引文分析法、书目控制法等发

展成为目录学领域独树一帜的专门研究方法，
并产生了一批相应的分支学科。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之后，实证研究在目录学领域日益显现，历史

研究法和逻辑方法（归纳、分析、综合）等广泛适

用于文史领域的传统定性研究方法比例下降，
目录学数学化趋势明显。

中国目录学研究方法在冲突争持与反拨重

构中滋长，继而实现批评范式的有益转换。 研

究方法可以互补却无法完全取代，只能改变原

有方法在研究中所处的位置。 目录学研究方法

由摸索探求走向自觉，逐步实现对其合理性的

认知。 在科学哲学的影响下，书目编制法与研

究方法在此时期都上升到方法论的高度，目录

学吸收和引进新方法的时差越来越短［１９］ 。 同

时，目前目录学领域的方法和方法论体系仍有

待于完善，需从各种层次、思维形式对研究客体

进行深切的系统考察，关注在趋于动态的科学

结构下如何实现方法和方法论的有效融合。

５　 独立与依附：目录学主体性呼唤

随着目录学研究范式和方法的转型，目录

学学科范畴、学科归属等问题凸显。 中国目录

学在古典和现代两个阶段都带有很强的依附特

征。 关于一门学科的称呼问题，古典目录学历

来就有“校雠”与“目录”之争，其实是关于目录

学学科范畴的争论［２０］ 。 现代目录学的百年历程

有其内在的发展逻辑，却始终未能跳出西方目

录学的藩篱。 一些研究者热衷于引进西方时髦

的理论，将西学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来框架中

国目录学，自身却图强乏术［２１］ 。 面对西方文化、
现代科技的强烈攻势，中国目录学在保持其学

术自主性上的能力和努力是有限的，往往陷入

用自身经验论证西方学术逻辑的尴尬局面。 很

明显，在他人的话语体系和理论框架中很难充

分表达自身的学术理念和传统。
学科归属的不清晰带来目录学主体定位的

模糊。 以中国当前的学科划分，具有二级学科

建制才能成为独立的专业。 根据《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科分类与代码国家标准》，目录学作为三

级学科分布在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图书馆

学等二级学科之下，前两者对应的是文、史领域

的古典目录学，后者则将古典和现代目录学全

部涵盖。 学科体系中定位的不明确与学科的从

属地位必然会让目录学发展受到限制，引起研

究视角和话语体系的分野。 新中国建立起来的

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是以书目情报理论为基础

的，情报的概念引入目录学领域，大大拓展了目

录学的研究范围，适应了社会发展对目录学的

新要求。 同时也应该看到，将目录学与情报学

的交叉领域作为学科的研究基点，一定程度上

酿成了现代目录学主体定位的模糊。
目录学分支体系的拓展带来学科母体知识

体系的分散。 现代目录学的产生与图书馆学并

世同时，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目录学曾与图书馆学、
情报学并称为图情领域的三大学科，并作为其

余二者的学术源头和基础而被认可。 此后，图
书馆学及后起的情报学、档案学等纷纷借鉴目

录学的有益成分，拓展了本学科的研究范围。
而目录学却因自身的内容、方法被其他相邻学

科所吸收，研究范围逐渐变窄。 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

代，索引学、文摘学、书评学等分支学科的独立，
致使目录学主体的“致用”成分进一步弱化。 此

时，面对信息技术的冲击，目录学跌入了萎靡的

状态，呈现出被边缘化的趋势。
目录学的自主意识易被社会意识形态和社

会思潮所左右。 ２０ 世纪 ５０ 到 ７０ 年代，目录学

被迫冠以阶级性，处于“泛意识形态化”或“泛政

治化”暗影的笼罩下，受“左”的思想的禁锢与僭

越，目录学研究被迫附庸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
学术主体的自主意识丧失殆尽。 这一时期，目
录学所遭受的批判与清算不是对目录学本体的

反思，而是在政治压力之下对旧学术的鄙夷。
学术独立的最大特点是不盲从，中国目录学在

七十年间面对接踵而至的辩证与历史唯物主

义、现代与后现代主义、社会认识论、实证主义

等种种学术思潮和学说，始终处于渗透与反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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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影响与反影响的挣扎境遇之中［２２］ 。 目录学

要求客观地揭示和报导文献信息，势必期待对

主体的积极自省和对客体的全面审视。
当然，学科并不是只有愈独立才愈有地位。

不能忌讳目录学作为应用、辅助学科的存在，更
不能回避目录学在编目实践、人才培养上依附

于图书馆、图书馆学或其他相近学科的现状。
科学理论具有其发展性或变异性，当下的目录

学研究现状只是当前认识水平的反映，一定时

期的科学理论总会被后来的新理论所修正或替

代，就像古典目录学理论被现代目录学理论所

充实那样［２３］ 。 向使目录学真的被吞噬、瓦解，消
失的也只是目录学的学科建制，而不是目录学

的思想和方法，目录学知识同样会因其致用价

值而被其他学科广泛需要。

６　 重建与迷失：学术共同体支撑学科发展

比目录学学科范畴、学科归属等问题更为

重要的是教育、人才问题，需要新的学术共同体

支撑学科发展。 中国目录学有代不乏人的学术

生态环境，新中国成立后，迫切需要重建目录学

学术共同体，并且很快就恢复了目录学教育体

制，由旧中国转型和新中国培养的一代目录学

人共同搭建起了学科人才的大厦。 虽经历“文

革”的摧残，改革开放之后的学术界再次焕发生

机，迅速成长起一批富有朝气的青年目录学人。
特别是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目录学博士点的设立，
将目录学教育推向一个高峰，呈现出以北大、武
大两大集团研究力量为主的学术群体，至今在

目录学界发挥着重要作用［２４］ 。
在学科转型的境遇下，重建之后的学术共

同体得而复失。 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下半叶开始，
紧随目录学教育高峰而来的却是学科教育的萎

缩，目录学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比重和核心地

位下降，高校目录学核心课程被纷纷缩减，目录

学慢慢失去了人才培养的平台和门路。 此外，
国家及省、市级图书馆学会目录学专业委员会，
“目录学研究通讯小组” ［２５］ ，目录学刊物和专栏

等各级、各类学术团体或组织也纷纷减少或停

止活动，协同性的学派式研究变为伶仃的个体

性探求。 特别是 ２１ 世纪以来，伴随老一辈目录

学家的退出，目录学界失去了有影响力和号召

力的学术带头人。 青年学者的研究视野又出现

转向和游离，在与前贤新旧交替的代际传承中

出现了“代沟”，目录学学术梯队和人才链濒临

断层的严峻局面［２６］ 。 至此，只剩少数研究者在

殚精竭虑地孤军奋战，其研究成果的深度、广度

和影响力都十分有限，学派之间争鸣的理想场

景未能很好地延续。
中国目录学先天性的私学色彩未能得到现

代学科教育的继承。 私人目录是古典目录的三

大重要流派之一，即使是到民国时期，个体书目

工作仍然是整个书目工作的主要组成部分。 来

自于民间最真实的读书治学的期许正是目录学

始终兴盛的可靠保障，私学色彩也让目录学一

贯保有底层继承和创新的活力。 审思目录学近

七十年的发展史，目录学的社会化并没有助推

民间学术的普及化，目录学研究从自由、分散的

切实需求状态走向体制化的褊狭约束。 由于现

代教育机制的局限性，学科教育一旦缺失，就直

接切断了目录学的后备人才来源，单纯依靠学

科人才的培养令目录学失去其广泛的社会

根基。
当下目录学人欠缺传承与创新的学术精

神。 不可否认，现下学术评价模式的片面化给

个体研究者的学术动机带来一定的负面影响，
功利主义的心态让他们既缺乏对学科的责任和

热情，也逐渐遗失专业交流和参与对话的能力。
若抛开教育体制的发展和变迁对学人具体科研

任务的要求，青年学者欠缺为学术而学术的绝

对精神追求，学术话语中逃避、不屑、忽视等浮

躁心理远大于重建、传承、创新、协作等精神追

求，多数人并没有把目录学作为唯一或主要的

研究方向［２７］ 。 然而，一个学科若没有青年人的

坚守，失去凝重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只是将

一切放在实用主义的天平上衡量，必然会因自

轻自贱而丧失学科的学术地位和价值［２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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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　 传统与现代：从古典目录学传承看目
录学的发展

目录学七十年所发生的上述变化与特征，
指向一个最有意义的学科命题：继承与发展。
现代目录学未能充分吸收和融合古典目录学的

优良传统，导致目录学走向浅薄化。 中国目录

从产生之初就不是一项简单的著录工作，“目

录”一词包含对文献内容和载体的双重考量，它
依托于古典文献而负载着人文精神和社会文

化，更多的是致力于个人道德素质的提升及社

会的进步与发展［２９］ 。 受政治体制的影响，新中

国成立七十年来，我们对古典目录学的研究形

成了一种思维定式，即肯定其学术价值而否定

其思想价值，将其视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器具，这
显然是对文化的片面理解［３０］ 。 而所谓“取其精

华，去其糟粕”辩证式的判断也不免流于皮相，
古典与现代融通的口号也多化为空谈［３１］ 。 目录

学界的科学革命，让以文史为主要话语形态、富
有古典学术气质的传统学术，让位于以科学叙述

和逻辑分析为特点的现代科学。 古典目录学被

生硬地嫁接在现代目录学理论体系之中，离开史

学和文学的根基之后剩下的只是方法和形式的

外壳，对传统价值的继承也只能停留在口头的祭

奠。 现代目录学如果失去古典目录学的优秀传

统就失去其内涵和思想源泉，而古典目录学的价

值则不会因其是否得到继承而损减［３２］ 。
两千余年目录学史留下的无数有价值的目

录学成果，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和开发。 一方

面，七十年的古典目录学编纂和理论成果相较

于丰富的目录学遗产，显得极不协调。 七十年

来正式公开出版的新编古籍书目，除《中国丛书

综录》《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中国古籍善本书

目》等为数不多的凝重之作外，大多流于“部次

甲乙，条别异同”式的花名册，毫无“推阐大意，
疏通伦类”之义，并未能继承古典目录学解题、
大小序的优良传统。 而对古典目录学的理论研

究更显滞后，改革开放之前竟无一部崭新的古典

目录学理论著作问世。 另一方面，古典目录学优

秀成果及古典目录学家未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在破四旧、文化大革命等极左思潮和文化专制主

义的浪潮下，古典书目曾作为“封资修”的书籍被

焚毁，王重民、顾廷龙等一批著名古典目录学家

作为“反动学术权威”被批斗和摧残，政治环境的

骤然转换几乎将古典目录学雪藏［３３］ 。
目录学人才培养模式的转变，带来古典目

录学传统不传、创新乏力。 古代学术的整体性

和关联性，创造了培养通才型学者的文化环境。
现代科学学术分工的日益细化带来学人知识领

域的狭窄，目录学培养人才的目标也变成了服

务于图书馆编目的技术人才，由学术向技能的

转变是现代目录学的一大失误。 改革开放之后

成长起来的图情界学人普遍欠缺文史功力，文
化的断层让青年学人逐渐丧失了研究古典目录

学的能力和动力。 近年来，图情界学人更是将

古典目录学逐渐遗忘，而在此时，文史领域纷纷

捡起了目录学。 对古典目录学话语权的放弃，
只能让自身变得更加孤立。

若将古典目录学的退守简单归咎于现代信

息技术的广泛应用，片面且不符合实际。 目录

学走向现代化，同样拓展了古典目录学公共服

务的能力和方向，古典学术与现代科技结合有

着很大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当代人对目录学史

的研究其实是对历史的重构，对古典目录学文

化价值的重估不是把传统文化因素视为已经定

型的范式，而是要实现创造性的理解和对话，达
成历史与时代的共向交汇，阐释符合社会发展

的现代价值［３４］ 。

８　 结语

回顾新中国七十年目录学的发展史，现代

目录学的基本理念得以重新树立，目录学走向

专业化、科学化和规范化。 在此期间所取得的

一系列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与此同时，客观条件

使其始终处于冲突与碰撞、困扰与迷惘的境遇

当中。 新中国目录学研究的新问题不断涌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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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要求目录学及时反思、调整自我，以时刻保持

与文本、时代的良好对话［３５］ 。 目前，目录学学科

的萎缩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这不是几个人振臂

高呼就能解决的问题，中国目录学再次步入需

要认真反思和重构目录学理论与体系的阶段。
学科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逻辑，目录学的未

来模式也很难预测，没有任何一个学科能在一

定时期内解决所面临的全部问题，这种不完美

是学科转型期所特有的［３６］ 。 经历了七十年的磨

练，中国目录学已经具备了国际化视域的能力

和条件，其发展的核心问题不在于引进域外目

录学的多少，而是如何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走出

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本土化道路，以不辜负时

代给我们当代学人的重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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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张洪元．关于目录学研究的一点想法［Ｊ］ ．图书馆，１９９９（１）：９－１２，２５．（Ｚｈａｎｇ Ｈｏｎｇｙｕａｎ．Ｓｏｍ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ｏｎ ｂｉｂ⁃

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１９９９（１）：９－１２，２５．）

［２３］ 夏南强，胥伟岚．中国目录学的回归与重构［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７（１４）：３４－３９．（ Ｘｉａ Ｎａｎｑｉａｎｇ，Ｘｕ Ｗｅｉｌａｎ．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Ｊ］ ．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１７ （ １４ ）：

３４－３９．）

［２４］ 柯平．中国目录学的现状与未来［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５（３）：５－１１，４．（ Ｋｅ Ｐｉｎｇ．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２００５（３）：５－１１，４．）

［２５］ 乔好勤．目录学研究通讯小组缘起［ Ｊ］ ．广东图书馆学刊，１９８８（ ２）：１－ ４，７．（ Ｑｉａｏ Ｈａｏｑｉｎ．Ｔｈｅ ｏｒｉｇｉ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 ｏｎ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Ｊ］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８（２）：１－４，７．）

［２６］ 司莉，彭斐章，贺剑峰．网络信息资源组织与目录学的创新和发展［ Ｊ］ ．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０１（９）：２１－２４．（ Ｓｉ

Ｌｉ，Ｐｅｎｇ 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ｅ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Ｔｈｅ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ｎｅｔｗｏｒｋ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

ｍｅｎｔ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ｃｉｅｎｃｅ［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Ｓｅｒｖｉｃｅ， ２００１（９）：２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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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　 平　 刘旭青：中国目录学七十年：发展回溯与评析
ＫＥ Ｐｉｎｇ ＆ ＬＩＵ Ｘｕｑｉｎｇ： ７０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Ｒｅｔｒｏｓｐｅｃｔ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９

［２７］ 徐建华．目录学的学科定位、研究者心态及其他［ 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０５（ ３）：９－ １１．（ Ｘｕ Ｊｉａｎｈｕａ．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ｒｓ 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Ｊ］ ．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ｉｔ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２００５（３）：９－１１．）

［２８］ 王子舟．建国六十年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研究［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１（１）：４－１２，３５．（Ｗａｎｇ Ｚｉｚｈｏｕ．Ｓｉｘｔｙ ｙｅａｒ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Ｊ］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ｉｔ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１（１）：４－１２，３５．）

［２９］ 来新夏．古典目录学浅说［ 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４４－ ５６．（ Ｌａｉ Ｘｉｎｘｉａ．Ｅｌｅｍｅｎｔａｒｙ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Ｍ］．Ｂｅｉｊｉｎｇ：Ｚｈｏｎｇｈｕａ Ｂｏｏｋ Ｃｏｍｐａｎｙ，１９８１：４４－５６．）

［３０］ 周积明．文化视野下的四库全书总目［Ｍ］．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３０６－３０８．（Ｚｈｏｕ Ｊｉｍ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ｔａ⁃

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Ｓｉ Ｋｕ Ｑｕａｎ Ｓｈｕ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Ｍ］．Ｎａｎｎｉｎｇ：Ｇｕａｎｇｘｉ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Ｈｏｕｓｅ，１９９１：

３０６－３０８．）

［３１］ 程焕文．中国目录学传统的继承与扬弃———“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批判［ Ｊ］ ．图书馆工作与研究，１９９６（４）：

１４－２０．（ Ｃｈｅｎｇ Ｈｕａｎｗｅｎ．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ａｂａｎｄｏｎ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 ｏｎ “ Ｄｉｓｔｉｎ⁃

ｇｕ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ｃｈａｐｔｅｒ， ｅｘａｍｉ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ｓｏｕｒｃｅ ａｎｄ ｃｏｕｒｓｅ”［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Ｗｏｒｋ ａｎｄ Ｓｔｕｄｙ，１９９６（０４）：

１４－２０．）

［３２］ 王国强．二十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纲要［Ｊ］ ．图书与情报，１９９３（１）：３６－４１．（Ｗａｎｇ Ｇｕｏｑｉａｎｇ．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

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０ｔｈ ｃｅｎｔｕｒｙ［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３（１）：３６－４１．）

［３３］ 王重民．论《四库全书总目》 ［ Ｊ］ ． 北京大学学报（ 人文科学），１９６４ （ ２）：６３ － ７８． （ Ｗａｎｇ Ｚｈｏｎｇｍｉｎ． Ｏｎ ｔｈ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ａｔａｌｏｇｕｅ ｏｆ Ｓｉ Ｋｕ Ｑｕａｎ Ｓｈｕ［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ｅｋｉ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１９６４（２）：６３－７８．）

［３４］ 傅荣贤．论中国古代目录学研究的当代进路［ Ｊ］ ． 图书馆，２０１０ （ ３）：３５ － ３８． （ Ｆｕ Ｒｏｎｇｘｉａ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２０１０（３）：３５－３８．）

［３５］ 陈传夫，罗博，冉从敬．目录学的时代性———教学研究体会［ Ｊ］ ．图书情报知识，２０１４（ ３）：１４ － ２０． （ Ｃｈｅｎ

Ｃｈｕａｎｆｕ，Ｌｕｏ Ｂｏ，Ｒａｎ Ｃｏｎｇｊｉｎｇ．Ｔｅｍｐｏｒａｌ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ｙ：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ａｎｄ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Ｊ］ ．Ｄｏｃｕ⁃

ｍｅｎｔ，Ｉｎｆｏｒｍａｉｔｏｎ ＆ 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４（３）：１４－２０．）

［３６］ 彭斐章，贺剑锋，司莉．试论２１世纪中国目录学研究的基本特征［ Ｊ］ ．图书馆杂志，２００１（５）：２－５，２８．（ Ｐｅｎｇ⁃

Ｆｅｉｚｈａｎｇ，Ｈｅ Ｊｉａｎｆｅｎｇ，Ｓｉ Ｌｉ．Ｂｉｂｌｉｏｇｒａｐｈｉｃ ｓｔｕｄｙ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ｉｎ ｔｈｅ ２１ｓｔ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ｓ［Ｊ］ ．Ｌｉｂｒａｒｙ Ｊｏｕｒ⁃

ｎａｌ，２００１（５）：２－５，２８．）

柯　 平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刘旭青　 南开大学商学院信息资源管理系博士研究生。 天津 ３０００７１。

（收稿日期：２０１９－０７－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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